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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湾的抗战军事史，限于史料开放与研究环境，

最先系由军方进行编纂与研究，这一工作自战时便

已展开。然而，台湾学界对于军方的成果不甚满意，

知名军事史家刘凤翰，批评国军流传的抗日战史著

作有繁有简，重点取材各有不同，但看多了都是同一

资料来源——军方出版各书。他率直地指出，其中

有些著作是“炒冷饭”或“回锅肉”，另有多数著作则

是“每年剪剪贴贴，增增改改编编，换换题目出书，

没有新义，缺少新的资料加入，更无研究发现”。刘

凤翰肯定台湾三军大学编纂的《国民革命战史第三

部——抗日御侮》是战略性高水平的研究，但对其他

著作评价很低。他认为军方成果所以如此，是因为

史政单位不培养专业人才，军官管史政，流动性大，

主管对史学缺乏正确认识与修养，文宣与史政混淆，

禁忌太多，又不敢秉笔直书。①

刘凤翰是台湾抗战军事史研究的学界先驱，他

对军中战史的评价，当有一定合理性。迄今，台湾学

界对于军中战史的看法，似乎仍延续其见解，认为军

中战史为资料堆砌，或是觉得对国军自身歌功颂德

过甚。不过，刘凤翰是在20世纪80年代展开抗战军

事史研究，在此往前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的30多年

时间，军中战史发展过程为何?写作特色为何?学界

自20世纪80年代草创的抗战军事史研究，与军方多

年的发展关系为何?种种课题，似仍有梳理探究之

价值。

刘维开《〈抗日战史〉的前世今身》一文，已就军

方的重要著作《抗日战史》编纂历程做了深度分析②，

本文探讨不限于该著作，系就台湾抗战军事史研究

的整体进展作分析，并不可避免地从军方的编纂与

研究展开，分梳其演变脉络，然后再探讨学界研究历

程，析论与军方的关系，最后再归纳学界当前研究重

点。论述过程特别注意方法论的变迁，并探究未来

可以发展的方向。③

二、军方的编纂与研究

(一)战史编纂的历程

正如一般史学发展总是由整理史料开始，军方

抗战史的发展，亦是从编纂整理开始。这个工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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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便已展开，初始并非提供历史研究，而是各有目

的，其内容概可分为内部资料、军事教育丛书、宣传

书籍三类，前两者多属机密，后者则求推广流通。

内部资料为各部队与各级单位普遍编制的战斗

要报、战斗详报、阵中日记等，是军方制式的内部报

告，作为各部战绩的记录，是历史的一部分，可视为

抗战史编纂成果。军事教育丛书的目的是面对大

敌，检讨得失，教育来者，求不断精进，为当时所重

视，在重要作战之后，统帅部往往要求各机构、各部

队进行检讨，然后编刊相关书籍，如军事委员会军令

部编印的《徐州会战国军作战经验》④《武汉会战期间

国军作战之经验教训》⑤，第五军参谋处编的《昆仑关

战役纪要》等。⑥就宣传书籍而言，军事委员会于战

争爆发各周年，发行纪念特辑，述有军事概况，如全

面抗战爆发第一周年出版的《抗战一年》⑦，第二周年

出版的《抗战二年》等。⑧各部队也出版战史，以求激

励士气，振奋人心，或是宣传自己部队的贡献，如海

军总司令部出版的《海军抗战事迹》⑨，又如第十二集

团军编有《粤北大捷》⑩，再如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

(司令长官薛岳)编有《长沙会战纪实》《第二次长沙

会战纪实》《第三次长沙会战纪实》等。

何应钦身为参谋总长，是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

国军将领，其于战争期间，对内部有军事报告，性质

可说是内部资料，另外其每逢七七，皆有公开发表

文章，记述战争经过，至 1942年 5月，这些书稿集结

为《五年来之抗战经过》，公开发行，其性质倾向

宣传。

战时编纂抗战军事史的一个主力，是军事委员

会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该会于 1939年成立，其

设置目的为指导编纂战史，以及战略、战术之研究与

改良。委员会内设编纂、编译两组，前者负责中日战

史之编纂，后者负责日俄战史及世界大战史之编

纂。在抗战过程中，该会搜罗许多军事机构和部队

的档案，并且展开中日战史的编纂工作，战争结束之

初，部分初稿完成，其目标为以史为鉴，可说是军事

教育的一环。

因此，抗战期间军方虽谈不上“研究”抗战史，但

其内部报告、军事教育丛书、宣传书籍三类编纂，已

有成果。

战后初期，军方在战史编纂方面续有产出，如何

应钦对历年所记战争经过进行摘要汇编，内容大抵

承袭《五年来之抗战经过》一书，出版了《八年抗战之

经过》；时任国防部部长的白崇禧亦出版了《抗战八

年军事概况》；参谋总长陈诚则出版了《八年抗战经

过概要》。另外，第九战区的幕僚人员，为宣传薛岳

的抗战事迹，出版了《抗战纪实》；第三方面军的人

员亦出版其战史，彰显汤恩伯的功绩。这些著作之

内容，系通过对历史经过的铺陈，突显国军抗战的

贡献。

国府迁台以后，政权风雨飘摇，军队与组织机关

皆有待整顿或重新建立，而军中历史编纂单位此时

并未缺席。蒋介石十分重视战史教育，这使得没有

直接效用的战史，在军中仍具一定地位。

“国防部史政局”是当时最重要的战史编纂机

构。先是，前述之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于 1946年
改称为“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继续进行编写中

日战史的工作，1948年该会完成初稿，随后将所有稿

件于1949年移交“国防部史政局”。“国防部史政局”

前身是国防部史料局，于1946年建立，未几改为史政

局，后来在战乱中缩编为史政处，该处将这批稿件运

送台湾，组织也随着播迁。

1950年伊始，“史政处”即展开战史编纂委员会

的中日战史初稿修正工作。1962年，稿件奉准由“国

防部史政局”出版，定名为《抗日战史》，至1968年全

部出齐，连同 1册《总目录》，共 101册(以下简称“百

卷本”)，是军方出版篇幅最大且最具代表性的战史

丛书。其内容可说是国军抗战史料的汇编，大量摘

录战报、阵中日记、报告图表，即便是其中解释性较

强的部分，也多为战时的军事检讨报告。由于来源

众多，甚至有矛盾之处，至于日军的动态，采用战时

国军的情报，未能直接接触日军史料，因此其研究性

薄弱，将之视为史料汇编或不为过，可说是国军抗战

史编纂集大成者。刘凤翰因评之曰：“此书尚不失为

一套比较完整之资料书。”

《抗日战史》百卷本编印前后，“国防部史政局”

尚编有几部抗战史，如《抗战简史》《中日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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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中日战争简史》等。另外，“空军总司令部情

报署”编撰的《空军抗日战史》(共 11册)，“仅叙述史

实，及作战人员之评语外，不另加评论”，编者期待

“阅者研究评论之，或提示其资料”。这些著作史实

铺陈较多，立场坚定，宣传、凝聚民族精神的性质浓

厚，对于军事成败“述而不作”，或可见国军自战时

以来的抗战史形成了“重编纂”之传统。

(二)战史研究的开展

一般印象国军抗战史多为资料堆砌，或是因上

述国军战史“重编纂”所致。不过，国军也不仅是述

而不作，“国防部史政局”出版的《“战争原则释义”战

史例证》是一例，尝试跳脱史实铺陈的战史写作方

法，不过并不成功。其实，一般谈国军在台历史编

纂，多强调“国防部史政局”这个机构的活动，其编著

特色确实是叙事或史实铺陈，而另一个相对重视研

究与解释的脉络较为人忽视，即实践学社的战史研

究传统。当然，二者不是那么判然二分。

在台初期的蒋介石，面对丢失中国大陆的巨变，

四处找寻维续政权乃至反攻大陆的解方。他认为历

史可用来鉴古知今，遂予十分重视，自己阅读战史，

并且听美军顾问柯克(Charles M. Cooke Jr.)、革命实践

研究院的讲师讲授战史，复思考“自北伐、讨逆、‘剿

赤’、抗日至‘剿共’失败各战役之战史编纂与付

印”。实践学社是一军事训练组织，里面有为数不

少的日本军事顾问(白团)，有别于同时在台的另一个

美式军事教育系统，该组织注重思想精神、以弱敌强

的军事战术，至于战史课程，更是其特色。本来，实

践学社建立目的之一，就是因为各军校采用美军教

材并无战史课程，蒋希望实践学社和“国防大学”能

补这方面的不足，尽量罗致对战史有特殊研究的人

才，假以时日，供以资料，加以优遇，务期早日辑纂一

册完整的《中国战史》。

由于蒋如此重视历史教训，世界战史或与日本

有关的战史，作为经验教训一并受到重视。实践学

社编译出版许多世界战史，欲借以吸取西方最新战

争经验与中共斗争，另有一些触及中日战争者，如

《清末日军攻台记》《大东亚战争全史辑要》等书。

在编译、教学的过程中，实践学社的战史从“编

纂”渐渐踏入“研究”的领域。在蒋介石的指示之下，

革命实践研究院在1959年分出“国防研究院”，由张

其昀出任院长，承继实践学社重视战略、政略与军史

研究的传统。1968年成立“国防研究院”附属学术

研究单位中华战史研究协会(全称“中华学术院中华

战史研究协会”，以下简称“战史协会”)，旨在结合兵

学界积学之士，弘扬战史研究。1972年，“国防研究

院”结束后，该会在徐培根(前三军大学校长)、王升

(“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蒋纬国(“国防部联合

作战训练部”主任)等人的支持下续办，定期举行学

术座谈会，每年出版《战史会刊》一册。

“国防研究院”成员中，魏汝霖对兵学素有研究，

早先曾著有《抗战中敌我战术之研究》，在台从事军

事教育工作，先后任革命实践研究院、“国防研究院”

讲座，编撰诸多包括抗战史在内的中国军事史书籍，

如1966年“国防研究院”出版的《抗日战史》。据魏汝

霖回忆，《抗日战史》系张其昀邀请所作，“国防部史

政局”局长许朗轩得知后，请人传话说：“大家不必唱

对台剧，最好停止编作，否则出版后，将找出错误，他

的‘国防研究院’讲座，亦就当不成了。”魏当即面报

张其昀。张告以据实写作，任何传言都不必顾及，该

书终顺利出版。由此，亦可见其研究与“国防部史政

局”之不同脉络。

实践学社战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1978年三军

大学校长蒋纬国总编之《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

抗日御侮》(以下简称“《抗日御侮》”)。该书之由来，

是 1970年蒋纬国奉蒋介石面命撰写国民革命军战

史，并以“抗日御侮”之部为优先，遂召集团队，广泛

搜罗史料，访问亲历战争将校，历时6年而成。

该书之内容，就中日两国国家战略、大战略及野

战战略等作深入检讨，超越以往“重编纂”、铺陈军事

作战过程的写作方法，依照当时国军发展出的战略

层次理论解释抗战史，其战争分期也与过往不同。

过往国军抗战史的书写，多将全程依武汉会战为界

区分一、二两期，《抗日御侮》着眼于战略，改而区分

为初期战役、中期战役、后期战役。初期为七七事变

至武汉撤退，国军采战略守势，日军采战略攻势；中

期为日军攻占武汉至日本突袭珍珠港，中日两军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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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战略持久，战线无重大变化，成相持态势；后期为

太平洋战争爆发至日本投降，日本以太平洋为主战

区，对中国采战略守势，国军则与盟军合作，采战略

持久，一俟战力充实，即行转取战略攻势。

《抗日御侮》另一个对日后抗战史研究有重大影

响者，为强调“轴线移转说”，即蒋介石诱迫日军移转

作战线方向的学说。书中用了很多篇幅论述这个战

略，强调日军本来进攻方向是由北而南，因为蒋主动

在淞沪调集大军出击“引敌南下”，迫使日军主力改

而集结上海，整个作战线遂转为由东向西，国军获得

节节向西撤退的战略纵深，打破日本“速决”企图。

这个说法并非蒋纬国第一个提出，蒋介石在抗战期

间的演讲，便有类似说法。1962年“国防部史政局”

出版的《“战争原则释义”战史例证》第2辑也有类似

提法。1966年胡璞玉编纂之《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

业》，则写得更加具体。1975年起，蒋纬国开始在

《中央月刊》连续刊载文章，发扬“轴线移转说”，并将

相关文章集结成《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一书，随

后译为英、日文版本，在各种场合宣扬，尤其在《抗日

御侮》详论申说，于是这个说法成为讨论蒋介石抗日

战略时常为人提到的学说之一。

《抗日御侮》是国军抗战军事史研究的里程碑，

不同于党国思想浓厚且以资料堆砌为主的“重编纂”

的战史著作。三军大学承袭实践学社以来的传统，

作为国军最高军事教育、研究机构，所编著之《抗日

御侮》确能将国军战略学的发展融入抗战史之中，可

说是战略理论的战史例证。至于兵力运用、战术等

层面，在书中各节“检讨”与“经验教训”部分也都有

深入论析，且相关论述曾与日本参战军人讨论过。

虽然其内容仍未能跳脱对蒋的崇拜，且编著者并未

受过历史研究训练，其论述就史家而言，或感不够贴

近史实，唯其整套论述可说建立了军中战史研究的

典范。

《抗日御侮》出版之后，国军战史书写大抵上虽

仍重编纂，铺陈大量史实，不过在解释上明显受《抗

日御侮》影响，并且开始着重引用他国资料。郝柏村

在担任参谋总长任内，为推动抗战史书写及翻译工

作不遗余力。他指示“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纂抗日

战史应参考日方资料，该局乃将此指示列入五年计

划，翻译出版“日军对华作战纪要”43册。此译本至

今仍为研究者常用，可见其价值。

译著之外，在《抗日御侮》之后国军出版的大部

头抗日战史有两部。一部是 1985年起“国防部史编

局”编著的《抗日战史》12 册 (以下简称“十二卷

本”)。该套书以《抗日战史》百卷本及过去军方出

版物为基础，参考新出抗战史著作与史料，尤其根据

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补充日方情形，精

编抗日战史12册。与大多抗战史按时间顺序编著不

同，该套书系依主题与区域分册，虽然仅补充了一

些史料，仍不具学术创新性，学者甚至给予负面评

价，但其末册之“总检讨”，确有深入之析论。尤其

以一章探讨影响日本“速决”的淞沪、徐州、武汉会

战，以军事眼光分析日军怎么打可以达到作战目的，

如此反事实研究(Counterfactual Analysis)，颇具思辨

性价值，可惜篇幅太少。

紧接着《抗日战史》十二卷本的是《国民革命军

战役史第四部——抗日》(共 5册 6本，以下简称“六

卷本”)。这套书编写时间与前书重叠，1987年“国

防部”下令编撰《国民革命军战役史》，共分建国、北

伐、“剿匪”、抗日、“戡乱”五部，其目的系研究分析国

民革命军历次作战经过及成败得失，以期精进尔后

建军与用兵之思想与方法，并为国军各级学校与军

官团战术、战史教育之应用资料。因与军事教育有

关，由三军大学组设编纂委员会编纂。该套书在资

料运用上，补充不少新出中文研究或史料，日本资料

除《大东亚战争全史》外，也充分利用了刚翻译出来

的“日军对华作战纪要”系列丛书。其对作战经过之

叙述，虽未若百卷本与十二卷本细密，各篇之检讨，

确能从军事学术角度，明确点出当时国军的问题。

当然，相关论点难免受《抗日御侮》的影响，虽不见得

如论者批评的“炒冷饭”“回锅肉”，分析论述的确未

能超越前著。

考察国军抗战史编写过程，从百卷本、《抗日御

侮》、十二卷本及六卷本的发展，可以看到从“重编

纂”到《抗日御侮》建立军中战史研究范式，数十年

来，军方在抗战史的编纂与研究上确有成果。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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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展相对封闭，并未与史学界充分交流。军中研

究抗战史的方法，是将军事理论套到历史之上，这固

然对军事教育有其意义，却难为史学研究所接受。

日后军方也坦承，军中战史“注意追求对军事问题的

解决，撷取片段战争史实，寻求战争规律，以印证战

略战术理论，而忽略每一事件在历史长河中所展现

的意义”。

三、学界抗战军事史研究的开展

(一)刘凤翰的拓荒

台湾学界研究抗战军事史，投入时间较晚。以

台湾最重要的近代中国研究机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

所(以下简称“中研院近史所”)来说，其创所初期的工

作方向是整理清末外交档案，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

学术研究，并未涉及抗战史。

经过数年经营，中研院近史所于20世纪60年代

开始产出清末军事史研究成果，接着将时段延伸到

民国初年，重要著作如王尔敏的《清季兵工业的兴

起》《淮军志》，陈存恭的《列强对中国的军火禁运

(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刘凤翰最初专注清末军事

史，著有《新建陆军》《武卫军》，然后将时间下限延

伸至民国时期，在20世纪80年代有丰富的抗战军事

史研究产出，可说是中国近代军事史、抗战军事史研

究的拓荒者。

刘凤翰本科即学习历史，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毕

业，次年进入中研院近史所工作。近史所在职期间，

刘凤翰先是跟从全所发展方向，治清末历史，同时投

入口述历史工作，访问诸多将领，尔后分赴英国伦敦

大学亚非学院历史学系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

究所访问研究各一年。经过数篇论文的积累，《抗

日战史论集》是其抗战军事史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

果，该书出版于全面抗战胜利40周年，汇聚其抗战

相关论文11篇。其中《论“百团大战”》《论太原会战

及其初期战斗——平型关作战》两文，以扎实的史料

考证见长。另有《武汉保卫战研究》一文，受到“参谋

本部”高度重视，认为军方多年来无此类完整论文之

撰述。尔后其续有抗战军事史研究问世，如《战前

的陆军整编：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东北军》《抗战期

间国军扩展与作战》。刘凤翰过世后，夫人黄庆中

女士又将其旧作整理结集出版为《中国近代军事史

丛书》。刘生前交出版社的书稿，随后亦出版，即

《国民党军事制度史》(2册)。

刘凤翰的研究方法，重视史料铺陈与考证，其论

著中充满军队番号、战斗序列、各级指挥、兵力人数，

现今史家读之，或有所批评，然而这正是军事史研究

初期发展的基础工作。且其大量论著之中，也不仅

是作基础研究，对中共军队在抗战时期的发展等，也

有相关论文进行分析解释。因此，与其说他只会整

理排比军官人名、军队番号，不如说他将军事史与中

研院近史所“南港学派”重视整理档案史料的学风

相结合，即学者张玉法所评其治学“能掌握历史发展

的主流，略本胡适治学之旨，有一分证据说一句话，

不谈理论，亦少作史论，此亦近代史研究所创所人郭

廷以先生所以示同仁者”。其实，刘凤翰自己也说，

其所论是“本司马迁‘论史在叙史之中’体例撰述”，

“希望能给对抗日战史有兴趣人士一些有系统的史

实参考”。

(二)从军方到学界的脉络

在刘凤翰拓荒的同时，越来越多原本治民国政

治史的学者，开始涉及军事史领域，抗战军事史是其

中一部分。上述的陈存恭从民初军火贸易、近代空

军的创立时间上再往下研究，发表了《中共在山西的

战争目标与战争动员(1936-1945)》等文。其他如黎

东方、吴相湘、蒋永敬、李云汉、张玉法、陈永发、张

力、张瑞德、王正华、刘维开、林桶法、杨维真、李君

山、张世瑛、苏圣雄，几代学者先后从不同领域跨足，

开发不同史料，回答不同的军事史问题。于是在刘

凤翰开拓传统抗战军事史研究的同时，军事史研究

范畴开始扩大并延续拓展。

学界抗战军事史研究的发展，固然有学术内在

理路，即随着研究的深化，学者自然追索民国史上重

要的军事领域。不过，这个历程并非单线，与军方亦

有渊源或关系，这可以从四点来体现，即军方资料的

流通与开放、军方邀请学人撰写战史、中华军史学会

的交流、军人转学人的优势。

1.军方资料的推广与流通

史料是研究的基础，抗战军事史料未充分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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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便难以开展研究。受限于档案的机密性，抗战

军事档案始终封闭。1977年，林克承出任“国防部史

编局”局长，一改过去封闭保守作风，主动与学界接

触，并同意对军事史有兴趣的学者运用该局典藏之

档案。林之后的历任局长范英、傅俊杰、邓祖谋、张

昭然、傅应川，亦皆能延续此项开放原则，使学界军

事史研究渐能有所开展。刘凤翰在这个时期充当

“史编局”与学界沟通交往的主要促成者，一方面呼

吁军方人员与史学界往来对军事史研究的重要性，

一方面亲自运用“史编局”典藏相关档案，使后来者

能够有所依循。

20世纪 80年代，除了“史编局”档案，国军其他

与抗战军事相关的资料，也陆续刊布与推广。现为

学界广为征引的《抗日战史》百卷本，是国军抗战军

事资料的汇编，于 1968年便已出版，但并未公开发

行，1981年 10月军方再版 500套，分送各大图书馆，

始为学者公开利用。是时，国军档案渐次开放，但

运用限制仍多，《抗日战史》百卷本成为学界抗战军

事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另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

会党史委员会于 1981-1988年编纂出版《中华民国

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收入大量总统府

机要档案，即现今“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

为当时一般学人难得一见之重要史料。

暂不论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的影响，军方资料

的渐次流通与推广，使得其编纂与研究成果扩及学

界，对学界产生作用。以编纂成果的推展来说，刘凤

翰的抗战军事史研究，主要便是基于军方和其他官

方编纂成果，其征引史料固然相当广泛，细致分梳可

见仍主要集中于《抗日战史》百卷本、《中华民国重要

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以及日本军方的《战史

丛书》。根据前二者可获国军战争经过及高层战略

判断的相关史实，后者则为研究日军的主要史料来

源。刘凤翰以外，年纪稍长于刘的蒋永敬，以治民

国政治史知名，其部分论著涉足抗战军事，所征引史

料主要来源于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等军方

出版物，并依该书进行战争分期与论述，亦可见其

受军方之影响。

以军方研究成果的推展来说。吴相湘曾在薛岳

第九战区参谋处工作，前述《抗战纪实》便是包括他

在内的集体成果。尔后经过多年搜集原始文献，吴

相湘完成一部综合性的抗战史《第二次中日战争

史》。该书谈到蒋介石对淞沪会战之战略时，并未

提及“轴线移转说”。不过，吴在其后所著论文《中国

对日总体战略及若干重要会战》中，则专节讨论中国

“诱使日军作战正面由南下转变成西上”。这篇论

文发表时间，正好是蒋纬国提倡“轴线移转说”的时

候，推论其应是间接受军方研究的影响。尔后李云

汉在论著中，征引吴相湘论文，也凸显蒋介石移转日

军作战线的企图。

2.军方邀请学人撰写战史

学界、军方的抗战军事史分途发展已久，写作方

法大不相同，刘凤翰对军中战史的许多批评，或可理

解为方法上的差距。军方在战略学有长足发展，但

考订史料、铺陈史事、解释分析历史方面非其所长。

军方知其不足，先是邀请历史学者到“国防部史

编局”演讲，20世纪 80年代初期，开始进一步尝试

性合作。“史编局”引进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担任文职

人员，除整理史料外，并交付编纂史著的工作。1985
年，为庆祝全面抗战胜利40周年，在刘凤翰主持下，

结合该局内外研究人力，局内包括局长、副局长、具

有历史专业的史政员，以及曾经任职“国防部史政

局”组长、副组长的研究人员；局外除刘凤翰外，延请

李云汉、蒋永敬、林泉等学者，以及以政治大学历史

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为主的几位年轻研究人员，如王

正华、苏启明、庄义芳、刘维开等，共同撰写论文，编

辑出版了《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下册)。论

文题目由刘凤翰规划，涉及与抗战军事相关的各个

层面。这应是军方史政机构与民间学者的首次合

作，有相当程度的实验性质，出版之后颇获好评，成

功开启军方与学界的合作。第二年的1986年为蒋介

石百年诞辰，循相同模式，有《先总统蒋公百年诞辰

纪念论文集》(上下册)出版，撰稿者以学界为主，军

方人士相对减少。其间为纪念国民革命军北伐60周
年，“史编局”委请4位毕业于师范大学及政治大学历

史研究所、曾经或仍在该局任史政员的刘妮玲、王正

华、陈曼玲、李盈慧，撰写了《黄埔军官学校校史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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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该书虽名为“简编”，但是内容翔实，且依学术

体例，引用资料均注明出处，对于参阅者十分方便，

其第三章“迁校成都与抗战建国”与第四章“普设分

校与传播革命精神”，对抗战时期陆军军事教育发展

叙述十分清楚，特别是关于各个分校及特训班、代训

兵科的记述。

有了上述经验，20世纪 90年代初期，“国防部史

编局”筹划编纂系统的“国民革命建军史”，延聘历

史学者共同参与，其中部分撰稿者参与过前两次论

文集的撰写工作。该史著本着“搜集欲博，考证欲

精；职事欲分，义例欲一；秉笔欲直，持论欲平；岁

月欲宽，卷帙欲简”之原则，就台湾及外地现有史

料尽量广征博引，期使内容信而有征，阐述国军建

军历程，供后世参证。由于国民革命建军历程经

纬万端，资料浩繁，而且牵涉范围极为广泛，该书

乃以“先分期，再分类”之编纂方式，将内容区分为

“建校建军与东征北伐”“安内与攘外”“八年抗战

与‘戡乱’”“复兴基地整军备战”四部，并各按历史

背景、国防思想、建军政策、军事体制、教育训练、武

器装备、国防建设、战役评述暨与各国军事关系等，

分“建军”“备战”“用兵”“与各国军事关系”各篇予以

缕述。

《国民革命建军史》第二、三部的部分内容，即抗

战军事史，由学者刘维开、王正华、林桶法、杨维真等

执笔。该书之审查委员亦多学界人士，如中研院近

史所的吕实强、陈存恭，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的王寿

南、蒋永敬等。学界的投入，使该书内容呈现史家之

功夫，为以往军方编纂的抗战史注入史家的技艺，论

述上超越了军方战史史料堆砌，而研究则偏重战略

分析的方法，广为运用史料，专题论析战史。从另一

角度来看，此著作的编写，或也为参与学者提供了日

后继续进行抗战军事史研究之基础。

3.中华军史学会为主的交流

军方邀请学人撰写抗战军事史终究为专案性

质，并非军方与学界持续性的交流，双方因此有共组

研究组织的想法。在 1993年 9月一次学术研讨会

上，刘凤翰提出筹组“中华民国军事史研究组织”的

构想，希望统合各界军事史之研究与推广活动，当即

获得与会专家的赞同。“国防部史编局”基于职责，

在宋长志(“总统府”战略顾问)、秦孝仪(台北故宫博

物院院长)、蒋纬国(“总统府”资政)、瞿韶华(“国史馆”

馆长)、李云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主

任委员)、陈三井(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支持与指导

之下，获台湾相关学术机构团体的襄赞支持，于1994
年5月召开筹备协调会议，正式展开“中华军史学会”

(简称“军史学会”)的筹备工作。

军史学会筹备之际，注意到军方另有一军史研

究组织，即前文提到之战史协会。两会立会宗旨相

当一致，而且会员可能有高度的重复性。为精简人

事与行政的事务与支出，并更有效整合军史研究的

人力资源，军史学会与战史协会决定合并为一，仍称

“中华军史学会”，随即依法登记为人民团体，组织筹

备委员会，研拟组织章程草案、审定会员名册、确定

成立大会日期地点等事宜。筹备委员会基于学术自

由的立场，广开学会大门，在报端登载启事，公开欢

迎台湾对军事史学有研究兴趣的个人或团体申请加

入成为会员，所招募对象不限于军方人士，而扩及整

个史学界。

1995年1月，中华军史学会正式成立，首任理事

长为宋长志，副理事长秦孝仪，秘书长傅应川(“国

防部史政编译局”局长)，另推蒋纬国为荣誉理事

长，随即积极推展会务。后来的理事长多为退役的

高级将领，副理事长有两名，军方、民间各出任其

一，学界张玉法、吕芳上、张瑞德、刘维开皆曾出任

副理事长。现今，学会运作受“国防部”的支持，会

址设于“国防部政务办公室史政编译处”，由学会每

年编列预算，并支付租金与行政人员津贴给军

方。会务方面，军史学会每年设定主题，召开军事

史学术研讨会，公开邀稿，发表人军方、学界各半，

成为军方与学界交流的稳定平台。会后出版《中华

军史学会会刊》，累积不少传统抗战军事史研究成

果，迄2019年已出版24期。

中华军史学会而外，“国防部史编局”于 1994年
开始出版结合军事理论与史学研究的刊物《军事史

评论》(年刊)，至 2019年已出版 26期，刊登军方与民

间的军事史研究论文，其中抗战军事研究为主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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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而在更早之前的20世纪80年代，“史编局”曾与

中山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共同出版《现代中国军事

史评论》，也是军方与学术界在军事史研究方面的

合作。

4.军人转学人的优势

军方资料的流通与开放、学人参与撰写军中战

史，及中华军史学会等平台的建立，促进了军方与学

界的交流；另有一个因素，使台湾学人相对易于进行

军事史研究，即义务兵役制度。

一般而言，史家的出身背景，影响其研究兴趣与

思考方向。因此，军人转学人对其未来研究难免有

所影响。如撰写民国军事史代表性著作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1924-1949)的刘馥，抗战期

间曾任职参谋本部，也担任过实地作战职务，退役后

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以军职经验

为基础，于1956年出版该书。刘凤翰亦然，其早年

投身军旅，历任连长、营长等职，有实际作战经验。

这些经历或使他们易于观察战时军队运作细节

之处。

台湾过去有义务兵役制度，诸多跨足军事史的

学者，早年曾于军中服役，担任义务役军官、士官或

士兵。“国防部史编局”曾借此制度，吸纳不少学历史

的役男。这些人于服役期间接触史政业务、熟悉军

事史料，多少吸收了军方累积多年的抗战军事史编

纂与研究方法。就算没有被分配到该局工作，而是

进入野战部队，也有利于他们了解军队组织运作，可

说是在国军进行“田野调查”，对其日后研究军事史

或有帮助。如学者张瑞德，原本治交通史研究，在中

研院近史所升至副研究员后，留职停薪服义务兵役，

被分配到“史编局”服务，引发了研究军事史的兴趣，

退伍之后便转向军事史研究。又如苏圣雄担任义

务役军官，于野战部队担任幕僚，服役期间曾参加

“国防部”史政学术论文竞赛获奖。

(三)学界抗战史研究之现况

经过与军方进行图书、档案及编纂、研究方法的

交流，台湾学界的抗战军事史研究可说是承接军方

早年的成果，从刘凤翰的开拓至今，约已积累40年。

从“尚在起步阶段”“仍难令人满意”“风气虽已渐开，

研究成果却还是不够丰硕”，到现今研究主题、范围

与方法已经比较丰富。2015年“国史馆”出版《中国

抗日战争史新编》，第2编主题专为军事作战，汇聚了

部分台湾学界阶段性的成果。综合分析，截至目前

台湾抗战军事史研究的重点与特色，概有下列五

点。

第一，延续军方的取向或与之商榷。学界部分

研究，系延续军方过去关注的议题，肯定战时国军的

作为，不过其写作方法，不再是军方制式，而是利用

史学叙事方法呈现。如台湾史学界前辈黎东方，将

抗战22场会战深入浅出，以史话形式铺陈出来。长

期关注民国西南省份政治军事史的杨维真，探讨抗

战中的滇西战场，利用较新史料，简明呈现整个滇西

作战的过程，其他如武汉会战、桂南会战经过，也都

有研究。现任职于空军航空技术学院的金智，是少

数历史学博士任职于军校者，他以史学方法研究空

军、海军的发展，出版专书与专题论文数篇，这些呈

现作战经过、肯定国军表现的叙述性研究，与过去军

方研究较为相近。又如，林桶法对蒋介石等相关史

料十分熟悉，探讨蒋于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的决策与

指挥权等问题。杨善尧撰《抗战时期的中国军医》

充实了军方后勤史中关于军医的面向。这些研究某

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军方关注议题的延续。

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素为民国史研究重镇，该校

人文中心整合台湾民国史研究者的研究力量，推动

中国远征军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计划，搜集整理

档案资料，召开工作坊、研读班、学术研讨会等，其研

究范围广及远征军与驻印军、国际关系、记忆图像、

情报传递等，军事亦为研究重点。虽然研究成果尚

未出版，而由其研讨会讨论内容可见，不少为军方探

讨议题的延伸。

有延续，自然也有商榷。李君山《为政略殉：论

抗战初期京沪地区作战》一书，探讨军方相当重视的

淞沪会战与南京保卫战，就蒋介石的战略与战事过

程、兵力调度做了细致梳理，对军方的“轴线移转说”

进行有力商榷。台湾中共党史研究权威陈永发，跨

足抗战军事史，撰有《关键的一年——蒋中正与豫湘

桂大溃败》一文，长篇论述蒋介石在豫湘桂之役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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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论点与军方完全相反，严厉地批评蒋的判断、

战略、指挥、用人等。刘熙明研究军方不肯定、战后

研究素不注意的伪军，长篇描绘伪军在强权竞逐下

的角色。另有苏圣雄《蒋中正对淞沪会战之战略再

探》一文，运用新史料，对军方的“轴线移转说”进行

探讨，结论是移转日军战争轴线的战略，国军于战前

曾有讨论，但开战后并未执行。

第二，军事情报史的开发。军事情报史理应为

军事史的重要一环，然而或受限于史料机密、情报另

有系统，军方始终未予以完善编纂，各大部头的战史

著作，对此皆交代甚寡。至于民间学者，虽曾利用回

忆资料撰写文章，却未能利用一手史料，终究有所不

足。较早利用档案研究并有具体成果者为张霈芝，

他任职“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有地利之便，得接触大

量一手档案史料，完成《戴笠与抗战》一书，呈现戴

笠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抗战期间的军事

情报工作。该书利用大量内部报告，具史料公布之

价值。在他之后，由于一般难以运用到军事情报档

案，研究者甚少。

2010年，“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向“国史馆”提议

合作研究与出版军事情报史。经过洽商，“国史馆”

将该局部分史料整理、编目并数字化，是为《戴笠史

料》《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档案》两个全宗，并依重要议

题挑选史料，出版《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

2012年，复以此为契机，邀集学者运用这批新史料

进行研究，召开学术研讨会，会后集结各篇论文，出

版《不可忽视的战场：抗战时期的军统局》，包括王

良卿《情报领袖与派系政治》、杨维真《1938年长沙

大火事件的调查与检讨》、吴淑凤《军统局对美国战

略局的认识与合作开展》、罗久蓉《从军统局到保密

局》等文。

“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档案除移送“国史馆”数字

化外，另有部分档案转移至“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

理局”，是为《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全宗，这批档案对

于抗战时期军统与中美合作所的相关研究，有相当

价值，已有研究者据此撰写论文。

经过对一手史料的开发，研究者对相关议题的

研究继续深化，出现新的研究成果，其间并有其他研

究者的投入，军事情报史可说是台湾抗战军事史研

究近年来较有发展的领域。

第三，广义政治史下的军事史研究。民国建立

以来，战乱不断，各级领导人常为军人，主导政局发

展，因此从治政治史延伸至军事史，十分正常，也有

必要。这样的军事史研究，对于战术、军事科技尤其

是作战细节，不是那么重视，而更多着重政治活动、

权力关系，或是军事高层的作为，也就是从这些高层

来看战史。尤其，蒋介石身为最高统帅，同时为政府

领导人，研究他在战争中的动态，广义而言，属政治

史也可说是军事史。

这方面的研究，举要如长期治民国政治史研究

的蒋永敬，对于蒋介石的全程抗战战略进行论说，并

且利用军政高层徐永昌、王世杰的日记，考察战事发

展。中国国民党党史专家李云汉，探讨卢沟桥事变

始末，述及军事指挥官的活动与部队调动，又或者探

讨战时党政军关系等。治外交史知名的张力，研究

蒋介石与海军的建立及发展，分析海军派系整合问

题。长期投入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黄自进，以日本视

野解释蒋介石的生涯，其著作亦提到蒋面对中日战

争的军事战略变迁。此外，曾撰述国民政府之建立

与初期成就的王正华，后来转向研究抗战时期外国

对华军事援助，也可说是广义政治史下的军事史

研究。

第四，跨足“新军事史”的范畴：战争与社会。一

般而言，西方学界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新军

事史”(New Military History)研究，也就是不同于过去

探讨战争过程、军事高层人员、战略、战术、武器及后

勤的“旧军事史”(本文称“传统军事史”)，转向研究军

事与社会的互动、军民关系、战争对个别士兵的影

响、军事组织的内部动力等。广义而言，传统军事史

以外的军事史，便是所谓新军事史。

这样关注战争与社会的研究，在台湾学界也有

一些进展。如翟志成研究中共平型关大捷集体记忆

的建构，呈现军事与社会互动的“宣传”与“记忆”的

面向。巫仁恕研究战争与疾病的关系，分析战争如

何促使疾病流行，对战场与人民的影响为何。汪正

晟研究国民政府的征兵动员，深入分析与征兵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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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基层组织、保甲、保安制度、国民兵团，呈现国民

政府征兵建国的策略，同时检讨西方现代化理论的

局限。这些研究取向，探讨战争与社会的关系，可

说是新军事史的范畴。此外，过去研究毒气，不少是

从战场上或从其危害性来谈，这是纯军事的范畴。

专长近代医疗史的皮国立，探讨战时军事作战用的

毒气知识，如何传播到民间，民间又是如何认识与应

对，陈述毒气被当成一种全球化科技知识流传到民

间，补充并扩展了过去的研究，也可说是所谓新军

事史研究。

第五，军事制度史的积累与创新。台湾学界另

一项近年较有发展的、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新军

事史研究的一环，即“动态的军事制度史”。过去若

谈军事制度史，往往重视表面上的法令条文、组织架

构，忽略了军事组织的实际运作。台湾学界一直对

民国制度史有研究基础，也向抗战军事制度延伸，考

察战时制度的实际运作。刘维开是其中翘楚，研究

战时党政军统一指挥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国防会

议等。

军事制度史研究中，最具代表性者为中研院近

史所的张瑞德，其早年治社会经济史、交通史，后转

向军事史，在近史所主持战争与社会研究群，致力于

新军事史研究的推动。其代表作《抗战时期的国军

人事》，对国军整体人事制度作了完整分析，跳脱传

统军事史及军中战史，为台湾学界的军事史研究立

下新的范式。该书出版后，其继续延伸研究，发表论

文数篇，集结为《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

战力》一书，受到抗战军事史研究者高度重视。军

队人事之外，侍从室是其另一个研究重点。全称军

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这个机构，是军事制度的

一环，由于该机构近身最高统帅，也可以说是军事组

织中最重要的一个。张瑞德全面探讨侍从室的组织

历史、人事、情报、党政、军事、外交、宣传、手令等诸

多面向，集结为《无声的要角：蒋介石的侍从室与战

时中国》。该书一出版便引起学界高度重视，获台

湾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具指标性意义的“中央

研究院‘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性专书奖’”。

在前辈学者刘维开、张瑞德开拓的基础上，另有

苏圣雄撰《战争中的军事委员会：蒋中正的参谋组织

与中日徐州会战》。该书修正了传统军事史只谈军

事作战过程、重视指挥官的研究取向，凸显高层参谋

人员的角色与运作实态，结论指出军事委员会在抗

战中辅助最高统帅的指挥统御，并统一军事权力、统

合国家资源，为中国抗战能撑到胜利的关键因素

之一。

四、代结论——抗战军事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在台湾学术界，军事史一向是抗战史研究中比

较薄弱的一环，其开展时间较晚，相对而言，军方发

展较早。军中战史的发展，其性质与今日历史学研

究很不相同。历史学界目标在还原历史事实与深化

历史解释，军中战史则有很高的宣传、教育等现实目

的，其取向初期可说是重编纂，尔后随着军事学术的

发展，开启战史研究，并成为军方套用、检证战略理

论的一环。

在军方之后，随着史料的开放、学术社群的成

长，学界的抗战军事史研究有进一步发展。初期较

有成果的学者为刘凤翰，尔后各领域的学者，纷从自

己的专长跨足军事史。这一过程与军方有一定渊源

或关系，总体上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重点或延续

军方的取向或与之商榷。此外，军事情报史的开发、

广义政治史下的军事史研究、战争与社会、军事制度

史等方面，在未来皆可继续深入研究。台湾博士硕

士研究生在这几个层面，已有一些成果，如延续军

方的研究方面，刘芳瑜关于抗战时期中国气象的论

文，所述不仅是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重要发展，同

时也是抗战军事史研究中的新课题；军事情报史

方面，范育诚以“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档案为基础对

军统局的研究，超越了以往只能根据回忆录研究的

局限。

本文特别强调与军方进行对话的研究取向。事

实上，一般学者难以接受的军方修史体例与撰述方

式，其实正与军方内部报告撰述方法相同。学界批

评军中战史铺陈一些图表及统计数字，对胜败得失

重其所轻，轻其所重，无法还原真相，其实这恰与军

方报告写作相类似。通读军方编纂的战史，可对战

时军队的史料有更深的掌握，若又能进一步深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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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研究范式，则对军方的思考逻辑，当可有更深的

认识。

进一步言之，从史学研究角度读军方的编纂研

究成果，很容易注意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如“轴线移

转说”的学术争论、指挥权的问题等。其他如对军事

制度、教育、机构的研究，军事战术的探讨，兵器等物

质因素在战场的作用，后勤组织的运用实态，将领的

军事思想，国共军队的比较，乃至于历次作战经过，

这些传统军事史的研究课题，在学界仍有大片空白

需要填补。尤其是对作战过程的探讨，学界最不重

视，以致受抗战宣传影响的通俗史学充斥其间，形成

国军屡获“大捷”却不断失地的情形。这些或可借史

学界的投入，慢慢矫正战争宣传的庞大后遗症。

延续军方议题之余，文人研究者或有必要对军

事本身有更深的认识。如果对两军作战实况无法想

象，或是对战争的工具——军械等物质层面没有认

识，那么研究可能难期深入。因此，治传统军事史的

史家或能自诩为“知兵文人”，在治传统军事史或与

军方对话之余，不断涉猎纯军事书籍，加深军事素

养，使传统军事史专得更专。

传统军事史而外，新军事史或是可持续发展的

方向，虽说新军事史这一概念仍有争议。一般在历

史学界，做传统军事史研究的学者属小众，在学术市

场上也没有必要太多。台湾史学界更是如此，民国

史学者整体规模已大幅减少。因此发展所谓新军事

史，扩大军事史的范畴，应能吸纳不同领域的民国史

学者壮大抗战军事史研究队伍。一般政治史学者跨

足军事史是一例，其他如历史人类学者、经济史学

者、社会史学者，若依本来的研究兴趣，跨界到军事

史方面，势可丰富相关研究，如过去做得较少的军人

心态史、军事相关文化史，乃至于将抗战军事史做成

全球史，让军事史广得更广。即如学者张力所言：

“军事史本身，或是能结合其他史学领域开创广义的

军事史，应有可以发挥的空间。”

特别可以注意参考西方军事史的研究动态，这

虽与抗战军事史不见得直接关联，但其研究方法或

值得参阅。西方传统军事史研究的发展，时间较早、

积累很深，其新军事史研究的发展也已数十年，有不

少富启发性的研究成果。美国的军事史学会(Soci⁃
ety for Military History)发行《军事历史杂志》(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出版了许多军事史论文，对研究

军事史有贡献的学者颁发奖项(Samuel Eliot Morison
Prize)，同时对英文书写的军事史杰出著作颁奖(Dis⁃
tinguished Book Awards)。以该学会最新期刊论文、

得奖学者、得奖专书为线索，并参考英文学界传统或

新军事史议题、研究方法或叙事手法，对抗战军事史

研究，当能有所启发。

因此，抗战军事史研究的发展，或可在新军事史

壮大之余，不偏废传统军事史研究，广得更广、专得

更专，抗战军事史研究丰富可期。

承蒙匿名审稿人提供宝贵意见，特此致谢。限

于篇幅、论述脉络与作者学力，诸多论著本文并未提

及，非不重要，敬请谅察。又为行文之便，对研究者

皆直呼其名，非为不敬，合先叙明。由于国军抗战以

陆军为主，本文内容偏重于陆军。

注释：

①刘凤翰：《海峡两岸抗日战史的出版与研究》，《“纪念抗

战胜利五十周年——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高雄，

陆军官校文史系1995年编印，第56-57页。

②刘维开：《〈抗日战史〉的前世今身》，《抗日战争研究》

2018年第3期，第134-150页。

③一般而言，中国近代军事史涵盖两大领域，一为军史，

一为战史。军史是指任何一支一系军队的创立、成长、向外发

展、投入战争乃至衰退与再起、蜕变或消灭消失之经过，包括

他们的军事组织、战术思想、人事状况、兵种比例、战斗序列、

武器装备、教育训练、战场研究、后勤补给、指挥能力、纪律士

气等方面，不论是政府建制军队、地方性质的军队或反政府军

队等，都以其对历史影响之大小而给予适当的分析、介绍与评

估。战史是把军史中之军队作战经过，不论对外作战或对内

作战，皆从战争哲学或战争艺术的观点，予以真实与适量的记

述，除对参战两军之组织、训练、后勤、兵源、战力、情报、运动，

以及战术战略等作特点分析外，一般研究大兵团指挥作战方

法、战略与政略的关系、会战及战斗中的高级战术、阵中勤务、

要塞攻防等。军史与战史虽有区分，却无法截然划分。刘凤

翰：《中国近代军事史资料与研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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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委员会编：《六十年来的中国

近代史研究》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9年版，

第835-836页；尹文泉：《试论当前军事史研究取向》，台北《海

军学术月刊》第30卷第10期，1996年10月，第90-93页。本文

叙述偏重战史，并略为扩及其他。

④《徐州会战国军作战经验》，军事委员会军令部1940年
编印。

⑤《武汉会战期间国军作战之经验教训》，军事委员会军

令部1940年编印。

⑥《昆仑关战役纪要》，第五军参谋处1940年编印。该书

记录昆仑关战斗整个过程，末章为作战经验与教训。

⑦《抗战一年》，军事委员会1938年编印。

⑧《抗战二年》，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39年编印。

⑨《海军抗战事迹》，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1941年编印。

⑩《粤北大捷》，第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办公室1940年
编印。该书为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下令编纂，其上级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日后的回忆，颇可呈现该书的宣传

性质，他说：“余汉谋印了一本小册子《粤北大捷》，为我作了一

番宣传，事实上我们被打败了。……人们必须先打胜仗才能

宣称立功，余汉谋宣称他已立功，我自然不想去同他作对。于

是，我决定利用这个‘粤北大捷’举荐余汉谋接替我担任四战

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记录，郑义翻译及校

注：《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香港文化艺术出

版社2008年版，第302页。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纂组编：《长沙会战纪实》，

中兴书店1940年版。

《第二次长沙会战纪实》，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

纂组1942年编印。

《第三次长沙会战纪实》，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

纂组1942年编印。

何应钦出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时，会报告最近

军事情形(有时由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报告)，其内容战后未公开

出版。现可参阅《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共9册)，台
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5年版。至于其出

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亦进行军事报告，

留有报告书原稿，是项资料于 1948年 12月集结成《何上将抗

战期间军事报告》(上、下册，出版者不详)出版。

何应钦：《五年来之抗战经过》，胜利出版社1942年版。

《军令部批准战史编纂委员会组织大纲备案指令》

(1939年 3月 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

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1)，凤凰出版社1998年版，

第162-164页。

《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沿革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藏，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七八七—337。
何应钦编著：《八年抗战之经过》，出版者不详，1946

年版。

白崇禧：《抗战八年军事概况》，出版者不详，1946年版；

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出版者不详，1946年版。两书原

是国防部史料局为陈诚和白崇禧在国民大会上报告准备的稿

子，后来分以两人挂名作者出版。陈树华：《国防部史政局概

况》，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41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0年版，第 116页。陈树华系国防部史料

局第一处处长。

赵曾俦等编：《抗战纪实》(共4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苟吉堂编：《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抗战记实》，出版者不

详，1947年版。

在台稳定以后，史政处于1957年恢复“国防部史政局”

建制。1973年，“国防部史政局”与“国防部编译局”合并为“国

防部史政编译局”(本文或简称“‘国防部史编局’”“‘史编

局’”)。现在该单位仍然存在，称为“‘国防部政务办公室史政

编译处’”，编制已较过去大为缩小。李庭瑜：《从史料局到史

政局：战后国军史政制度之组织变迁(1946-1973)》，台北《中华

军史学会会刊》第17期，2012年10月，第363-442页；刘维开：

《〈抗日战史〉的前世今身》，《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第

134-141页。

《抗日战史》百卷本编纂经过，参见刘维开《〈抗日战史〉

的前世今身》，《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第134-150页。

刘凤翰：《中国近代军事史资料与研究》，《六十年来的

中国近代史研究》下册，第862页。

《抗战简史》(共2册)，台北，“国防部史政处”1952年编印。

《中日战争史略》(共 4册)，台北，“国防部史政局”1962
年编印。

胡璞玉编著：《中日战争简史》，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

局”1973年版。另见陈清镇、曾晓雯、邱惟芬编辑《国防部史政

编译室出版丛书目录》，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室”2004年版，

第19-25页。

《空军抗日战史》，“例言”，台北，“空军总司令部情报

署”1950年编印，第3页。

许承玺：《帷幄长才许朗轩》，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

公司 2007年版，第 9、162页。许朗轩为“国防部史政局”在台

扩编后的首任局长，任职12年余。

该书之缘起，是蒋介石受西方兵学启发，依照美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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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颁定国军自己的战争原则十条，并编著《战争原则释义》

一书。参谋总长彭孟缉仰体上意，饬“国防部史政局”将战争

原则套到蒋领导之东征、北伐、“剿共”、抗日诸役，于 1960年
初出版《“战争原则释义”战史例证》，其写作方法以编纂历次

作战的过程为主，然后在各作战之后，辟一节“国军战争十大

原则之印证”，将前述史实套到战争原则之中，其论述逻辑完

全受蒋的“崇高武德”与战争原则所框限，形成套套逻辑(Tau⁃
tology)，就史学研究而言，没有什么价值。《“战争原则释义”战

史例证》第1、2辑，台北，“国防部史政局”1960、1962年编印。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1年 5月 8日、9日，1952年 2
月4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下同。

关于实践学社之设置经过，最早在 1949年 10月，蒋介

石为重起炉灶，于阳明山建立革命实践研究院，召训党政军人

员。由于初期训练干部多为国军军事干部，阳明山院址空间

有限，不易广及中级以下军官，于是在1950年5月分设圆山军

官训练团，以力行实践为旨，又称“实践学社”。后因美国顾问

反对圆山军官训练团雇用日本顾问，圆山军官训练团改组，于

1952年 11月另外成立石牌训练班。1955年该班并入革命实

践研究院本院，成为党政军联合作战训练班，私下仍称“实践

学社”。蒋介石：《实践学社的教育宗旨和使命》(1955年 8月

29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 26卷，台

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342-358
页；杨学房、朱秉一主编：《陆军大学沿革史》，台北，三军大学

1990年版，第24页。

杉浦和著，实践学社译：《清末日军攻台记》，台北，实践

学社1950年版。

服部卓四郎著，包沧澜辑译：《大东亚战争全史辑要》，

台北，实践学社1956年版。

张其昀：《国防研究院概况》，台北，“国防研究院”1959
年版，第1-12页；《蒋介石日记》(手稿)，1959年4月15日。

魏汝霖：《抗战中敌我战术之研究》，出版者不详，1947
年版。

魏汝霖编纂：《抗日战史》，台北，“国防研究院”、中华大

典编印会 1966年版；魏汝霖：《怀念恩师张晓峰先生》，《张其

昀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张其昀先生百年诞辰

纪念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2000年版，第309页。

蒋纬国总编著：《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

(共10册)，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78年版。

蒋纬国总编著：《答抗日御侮战史读者问》，台北，黎明

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18-19页。

《“战争原则释义”战史例证》第2辑，第7页。

胡璞玉编纂：《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台北，“国防部

史政局”1966年版，第126-127页。

蒋纬国：《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台北，黎明文化事

业有限公司1977年版。

例如，曾任教于实践学社与陆军指挥参谋大学的李传

熏，自实践学社即专攻战史研究，后来加入蒋纬国《抗日御侮》

编纂团队，赴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考察，与战时任职

日本参谋本部的井本熊男讨论中日战略得失。《蒋纬国跋》

(1968年8月31日)，《军事——大军统帅理论与例证之内容摘

要等》，台北，“国史馆”藏，蒋经国总统文物档案，005/010202/
00029/002；井本熊男『作戦日志で缀る支那事变』、芙蓉書房、

1978年、220-221頁。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译：《“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

书——初期陆军作战(一)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战役》，“编译要

旨”，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7年版，第1页。该丛书其

后又编译与远征军相关之3册，共计46册。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抗日战史》(共 12册)，台北，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5-1994年版。

第一册《总论》，第二册《全面抗战经过概要》，第三册

《华北地区作战》，第四册《华东地区作战》，第五、六册《华中地

区作战》，第七、八册《湘赣地区作战》，第九册《西南及滇缅作

战》，第十册《全面攻势作战》，第十一册《各地游击作战》，第十

二册《国际合作及胜利受降》。

刘凤翰：《海峡两岸抗日战史的出版与研究》，《“纪念

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10页。

三军大学战史编纂委员会编纂，张国奎、雷声宏主编：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台北，“国防部史政编

译局”1994-1995年版。

刘凤翰：《海峡两岸抗日战史的出版与研究》，《纪念抗

战胜利五十周年——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11
页。刘凤翰评论时该套书未全出，此为其阅览两册的看法。

宋长志：《〈中华军史学会会刊〉发刊词》，台北《中华军

史学会会刊》第1期，1995年12月，第 I页。

陈永发：《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第1卷，“任重道

远”(全院篇)，台北，“中研院”2008年版，第70-73、101、132页。

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

研究所1963年版。

王尔敏：《淮军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7
年版。

陈存恭：《列强对中国的军火禁运(民国八年至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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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

刘凤翰：《新建陆军》，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7年版。

刘凤翰：《武卫军》，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8
年版。

刘维开：《刘凤翰——中国近代军事史拓荒者》，台北

《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6期，1998年9月，第43-44页。

刘凤翰：《抗日战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87
年版。

刘维开：《刘凤翰——中国近代军事史拓荒者》，台北

《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6期，1998年9月，第47页。

刘凤翰：《战前的陆军整编：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东北

军》，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室”2002年版。

刘凤翰：《抗战期间国军扩展与作战》，台北，“国防部史

政编译室”2004年版。

刘凤翰：《中国近代军事史丛书》(共5辑)，台北，黄庆中

2008年版。后2辑为抗战时期的军事史。

刘凤翰：《国民党军事制度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年版。

李国祁：《“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过去与未来”座谈会发言

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4期，1985
年6月，第414页。

张玉法：《〈中国近代军事史丛书〉第 1辑序》，刘凤翰：

《中国近代军事史丛书》第1辑，第3页。

刘凤翰：《抗日战史论集》，“序”，第2、6页。

陈存恭：《中共在山西的战争目标与战争动员(1936-
1945)》，黄克武主编：《“中央研究院”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

历史组：军事组织与战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
版，第181-241页。陈存恭著作目录，参见沈怀玉、林德政《口

述历史的开拓者与民国军事史、山西区域史研究的尖兵——陈

存恭先生的研究志业》，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1期，

2001年3月，第61-65页。

刘维开：《刘凤翰——中国近代军事史拓荒者》，台北

《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6期，1998年9月，第46页。

胡平生编著：《中国现代史书籍论文资料举要》第4册，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5年版，第2145-2146页；曾晓雯主编：

《军事史籍出版品简介》，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室”2005年

版，第23-25页。

及至20世纪90年代，学界仍对“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相

当陌生，认为该局保守、封闭，难窥堂奥。1994年一整年运用

该局档案的中外学者、研究生仅 49人次。陈天民：《国防部

史政编译局现藏国军档案概况》，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

讯》第 20期，1995年 9月，第 65-78页。经过张力教授的争

取，于报刊揭露，甚至致函“国防部”部长力争，国军档案的利

用始稍有改善。现今，1949年以前的国军档案已移转至“国

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张力：《走近军事史：口述访谈

与档案应用的经验》，台北《档案季刊》第12卷第2期，2013年
6月，第72-75页。

其第二编“作战经过”分为 4册，内容含战争指导与

战略战术、第一期作战经过、第二期作战经过、海空军作战

及敌后游击作战、同盟国联合作战、反攻受降遣俘等，皆为

军事史料。

由于征引的是军方出版品，其写作不可避免受其影响，

论述角度不免偏向国军。当然，这在当时台湾学界属于常

态。治军事史学人与军方一样，希望凸显国军在抗战中的贡

献。陈存恭：《谈军事史的研究及简介若干英文资料》，台北

《复兴岗学报》第 12期，1974年 9月，第 127页；刘凤翰：《抗日

战史的编纂与研究》，台北《国史馆馆刊》复刊第8期，1990年6
月，第69页。

蒋永敬：《抗战史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5年版，

第1-3页。

吴相湘：《三生有幸》，中华书局 2007年版，第 89-91、
266-273页。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下册)，台北，综合月刊

社1973年版。就时间而言，吴相湘自战时便已投入抗战军事

史的编纂，其《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引用史料丰富，有陈诚的

《石叟丛书》以及当时被视为禁书的大陆期刊《近代史资料》

等。然而相对刘凤翰的著作，该书确非以军事史为主轴，故本

文未强调吴抗战军事史研究的拓荒者角色。

吴相湘：《中国对日总体战略及若干重要会战》，薛光前

编：《八年对日抗战之国民政府(1937年至 1945年)》，台北，台

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0-101页。

吴相湘日后回忆，其论点是受日本《战史丛书》等著作

的启发，而《战史丛书》肯定了国军引敌深入的效果。吴相湘：

《三生有幸》，第313-317页。井本熊男『作戦日志で缀る支那

事变』、220-221頁。

李云汉：《卢沟桥事变》，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87年

版，第411-412页。

演讲自1968年7月首次举办，尔后成为常态，不定期举

办，延续数十年，并合订《史政学术讲演专辑》，自1984年陆续

出版，至2006年出版6辑。

《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下册)，台北，“国防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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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编译局“1985年编印。

《先总统蒋公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台北，“国防部史

政编译局”1986年编印。

容鉴光主编：《黄埔军官学校校史简编》，台北，“国防部

史政编译局”1986年版。

朱瑞月编：《国民革命建军史》，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

局”1992-1993年版。

刘凤翰：《中华民国军事史涵盖范围与研究取向》，中华

民国史专题第二届讨论会秘书处编：《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

集：第二届讨论会》，台北，“国史馆”1993年版，第 629-630、
636-637页。

《中华军史学会之创设：从战史学[协]会到军史学会》，

台北《中华军史学会会刊》第1期，1995年12月，第 IV—VI页。

《中华军史学会之创设：从战史学[协]会到军史学会》，

台北《中华军史学会会刊》第1期，1995年12月，第VI页。

温桢文访问，简金生记录：《张瑞德先生访问纪录》，《近

史所一甲子：同仁忆往录》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5年版，第273页。

军方战史研究社团尚有中华战略学会(1979年创立)、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纪念协会(2015年创立)等，继续推动抗战

军事史的编纂与研究，与学界时有往来。已退役的郝柏村是其

中重要人物，他推动“国防大学”举办研讨会，自己也出版《郝柏

村解读蒋公八年抗战日记，1937-1945》(上下册，台北，天下文

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郝柏村重返抗日战场》(台北，

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版)等书。“国防大学”于

2014年出版《抗日战争是怎么打赢的——纪念黄埔建校建军90
周年论文集》(张铸勋主编，台北，“国防大学”2014年版)，作者皆

为资深军官，长期服务军旅，以军事观点论述战争。该书虽未能

完全跳脱争正统、诠释权的框架，但已能利用史学方法，运用史料

与引注，并展现了深厚的军事专业性。主编张铸勋系退役陆军

中将，前“国防大学”副校长、“陆军司令部作战署”署长。军方

出身对抗战军事史颇有造诣者尚有多人，如傅应川、何世同、胡

敏远、容鉴光等，篇幅所限，恕不一一列举。

F. F. 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著名史家黄仁宇的

军职历练，也对其日后历史思考有深远影响。

刘维开：《刘凤翰——中国近代军事史拓荒者》，台北

《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6期，1998年9月，第43-44页。

温桢文访问，简金生记录：《张瑞德先生访问纪录》，《近

史所一甲子：同仁忆往录》下册，第250-251、266-268页。

此为李云汉对 1988年前后台湾学界抗战史研究的整

体评价。李云汉：《对日抗战的史料和论著》，中研院近代史研

究所《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委员会编：《六十年来

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
年版，第436页。

该书各章与作者为：第一章“总论”，张力著；第二章“抗

战战略的变迁”，傅应川著；第三章“国军成员素质与战力分

析”，张瑞德著；第四章“情报与后勤”，王立本著；第五至七章

“初期、中期、后期重要战役”，何智霖、苏圣雄合著；第八章“空

军、海军作战”，张力著；第九章“国军的游击作战”，张世瑛

著。吕芳上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第 2编，“军事作

战”，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

本节提到学者的研究归类，仅为凸显学术发展方向，非

意味该学者仅治某一类的研究。

黎东方：《细说抗战》，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年版。

杨维真：《蒋中正对中日武汉会战的布局——以〈蒋中

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为中心的探讨》，台北《中华军史学会

会刊》第 8期，2003年 4月，第 317-342页；杨维真：《抗日战争

中的滇西战场》，台北《中华军史学会会刊》第 13期，2008年 9
月，第61-79页；杨维真：《白崇禧与抗战中期的军事——以桂

南会战为例》，台北《传记文学》第 100卷第 6期，2012年 6月，

第46-49页。

金智：《青天白日旗下民国海军的波涛起伏 (1912-
1945)》，台北，独立作家2015年版。

林桶法：《武汉会战期间的决策与指挥权之问题》，吕

芳上主编：《战争的历史与记忆：和与战》，台北，“国史馆”

2015年版，第 163-193页；林桶法：《淞沪会战期间的决策与

指挥权之问题》，台北《政大历史学报》第 45期，2016年 5月，

第165-192页。

杨善尧：《抗战时期的中国军医》，台北，“国史馆”2015
年版。

2019年 7月，政治大学人文中心召开中国远征军与中

缅印战区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中有不少军事史论文，如杨维

真《卫立煌与中国远征军(1943-1945)》、陈佑慎《同盟国中国战

区统帅部与远征军指挥权争议》、杨善尧《抗战时期中国远征

军滇缅路作战之后勤规划与运作》等。

李君山：《为政略殉：论抗战初期京沪地区作战》，台

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 1992年版。该书后来删去注释重

新出版通俗版：《上海南京保卫战》(台北，麦田出版公司 1997
年版)。

陈永发：《关键的一年——蒋中正与豫湘桂大溃败》，刘

翠溶主编：《中国历史的再思考》，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53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0.9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中国现代史

2015年版，第347-431页。

刘熙明：《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9)》，台北，

稻乡出版社2002年版。

苏圣雄：《蒋中正对淞沪会战之战略再探》，台北《国史

馆馆刊》第46期，2015年12月，第61-101页。

张霈芝：《戴笠与抗战》，台北，“国史馆”1999年版。

吴淑凤等编辑：《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共 6册)，
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

吴淑凤、张世瑛、萧李居编辑：《不可忽视的战场：抗战

时期的军统局》，台北，“国史馆”2012年版。

蒋永敬：《抗战史论》。

李云汉：《卢沟桥事变》；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共
5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年版。

张力：《蒋公与海军之建立及发展》，“国防部史政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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